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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逸夫夫楼楼不不单单是是一一栋栋楼楼

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 张榕博

齐鲁晚报：邵先生在商业上
很精明，甚至可以说是吝啬，但是
他在公益上非常大方，为什么？

贺志勇：邵逸夫先生的家族
是上海的富家，我觉得他受过良
好的教育，他慈善的心与他早年
受过良好教育是有关系的。可能
跟香港的文化也有关系。在香
港，做慈善有比较浓厚的氛围。

齐鲁晚报：在邵先生之外，
像霍英东先生、曾宪梓先生等，
好像也有基金会，是不是香港富
人有做慈善的传统？

贺志勇：英国基督教圣公会
在香港的影响比较大，做慈善是
从基督教的传统开始的，所以这
个风气会影响到香港的上层，香
港市民对于慈善是比较认可的。

齐鲁晚报：美国洛克菲勒与邵
先生类似，早年赚钱，晚年做慈善，
是不是也有文化或信仰的原因？

贺志勇：对，跟信仰有关，洛
克菲勒是一个基督徒，他所留下
的关于慈善的教诲，影响一个时
代。

齐鲁晚报：香港富人捐款大
多是以什么形式，是通过基金会
还是慈善组织？

贺志勇：大部分是以基金会
的形式，自己家族的公司成立基
金会，比方说华懋基金，他们的
公司就叫华懋集团，还有霍英东
基金等。

齐鲁晚报：香港普通人如何
做慈善？

贺志勇：一般通过基金、一
些慈善机构来做。因为富商的资
金有独立的商业运作，普通人是
不会捐给他们的，一般会捐给没
有涉及太多商业的慈善机构。

齐鲁晚报：富人不少，您觉
得他们应该怎么做？

贺志勇：至少钱怎么来的要
清清楚楚，才敢捐献。有些人想
去做慈善，但怕别人查他。

齐鲁晚报：香港是不是还有
一些税收上的保障？

贺志勇：有一些，但也不是
不用交税，捐款可以抵税。比方
说，你捐了100万，你的纯收入就
可以扣除这100万再去算税。

齐鲁晚报：您怎么评价邵先
生在教育方面的慈善？

贺志勇：我想在教育捐献方
面，邵先生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NO. 1，在教育捐献力度方面，我
们也看不到其他人像他一样面
广、有深度，他不光向大学捐献，
向中学小学也做过捐献。

齐鲁晚报：邵先生还是一个
娱乐大亨。

贺志勇：是的，但娱乐的受
众是有限的，这个时代过去了，
以后怀念他的受众是有限的，而
慈善是超越时代的，受益的人更
广泛，影响也更深远。

慈善不需要理由

每 当 香 港 无 线 电 视 台
(TVB)新春贺岁时，“六叔”邵逸
夫都会被众多明星拥簇在中心，
向众人派发“利是”。今年1月7
日，这个派发“利是”的人走了。
有香港媒体称，许多人会在今年
感到“若有所失”。

山东省教育厅的一间办公
室内，多年负责邵氏基金山东项
目的杨光宇，看着桌子上“六叔”
生前最后一张邵氏基金项目资
金申请单，同样感到“若有所
失”。

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
社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贺志勇
接受齐鲁晚报采访时表示，“六
叔”生前拍摄过1000部电影，但
这个数字也仅是他在内地捐建
学校的六分之一。更让人称奇的
是，邵逸夫发起这项“宏大工程”
竟是在他年逾八旬之时。

习惯炒作的香港媒体把这
项义举解读为“捐钱延寿”。一些
人不情愿彻底相信“六叔”乐
善好施，源于他的“铁公鸡”形
象。坊间有许多邵逸夫为人抠
门的轶事，甚至还流传他曾向
拍电影的导演要求，给予薪金
再“打折”，影人张键，在多年
后的回忆录中，甚至写道：“六
叔古寒天下皆知。”

然而，六叔到底为何钟情
于慈善，特别是教育发展，似
乎是一个谜。曾三次与邵逸夫
会面的中国海洋大学原校长
施正铿回忆，在前往香港邵家
别墅时，邵逸夫兴致盎然地邀
请他在家中观看电影放映，但
对于兴办教育的“兴趣”，邵逸
夫却从未提及半句。

2011年，已经百岁的邵逸夫
委托妻子邵方逸华来到山东泰
安、青岛，参观逸夫项目。而对于
逸夫楼的建设，六叔只有一个个
人愿望，就是用铜字冠名“逸
夫”，除此之外便只是对项目条
件的要求了。

“一个慈善家不需要告诉别
人他为什么捐款，只要他想做一
件事，那钱与动机就都是他的自
由。”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原
司长王振耀评价说。

一直追随教育政策

同是经历过上世纪40年
代的抗战，邵逸夫对陈嘉庚当
年支援八年抗战非常熟悉。
1992年获得邵氏资金捐建的山
师附中原副校长朱立新坦言，
邵逸夫在支持中国十年校改
上的努力，早已超出慈善范
畴，而是有中国教育需要的地
方，就会有邵逸夫。

在邵逸夫捐资助学的20年
间，中国教育经历了“校改”、

“4%”两个节点，“逸夫楼”都扮演
了重要角色。

198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
在北京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会
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调动
全社会的力量关心、支持教育的
积极性，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中小
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的落后面
貌”的发言，随后中国教育经历
了“十年校改”。

该会议举行的几个月前，在
宁波考察的邓小平曾专门提出：

“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
来建设宁波。”

“宁波帮”大哥、世界船王包
玉刚率先捐资5000万元创办宁
波大学，而身为宁波镇海人的邵
逸夫当年便捐资建设了宁波逸
夫职业高级中学和邵逸夫艺术
幼儿师范学校。

“当时百废俱兴，到处都没
有钱，中国基础教育的目标仍然
是‘普九’、‘扫盲’，邵逸夫就是
在那时响应国家教育号召，带头
捐款的。”山师附中原副校长朱
立新回忆说。

在1989年一年，邵逸夫向13
所高校捐建了逸夫楼，从此便一
发不可收。

而《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
评价：1985年到1992年，短短7年
间，社会各方面集资办教育就达
1062亿元，基本消除了农村中小
学的破旧危房。其间，邵氏基金
的捐款已超10亿港元。

在2000年，国家制定教育
投入不低于GDP4%的目标以
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除了
自己家乡附近的浙江和江苏，
邵氏捐赠也悄然转向中西部
地区。

虽然山东为人口大省，但
“逸夫”项目仅为71个，而内蒙古
和重庆的邵氏项目则达到了100
多个。汶川和雅安地震后，邵氏
基金更直接捐助1亿元港币，用
于校舍修建。

教育部港澳台办邵氏基金
项目的一位主管证实，邵氏基金
会向内地教育捐赠，多年来一直
配合国家政策的调整。

从1989年当时的青岛海洋
大学接到第一笔邵氏基金捐款
开始，山东省20多年来已接收捐
款超过亿元港币。而邵逸夫在全
国教育事业上的捐款累计超过
47亿元港币。

2013年，在国家“4%”的教
育投入完成以后，浙江大学获
500万兴建邵逸夫医疗与医学
研究中心，成为基金会设立以
来资助金额最大的单笔基金
项目。不知道是否与逸夫先生
晚年关注起百姓健康有关，国
家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赵灵山表示，2013
年起基金捐助项目逐渐转向
高等院校医学发展。

“钓”动教育配套资金

因为林木遮挡，济南市历城
二中新落成不久的五层教学楼
上，“逸夫教学楼”几个字并不显
眼。这笔约100多万港币的捐赠，
帮助这个学校1700名师生告别
了使用多年的D级危房。

“虽然国家不再缺这笔钱，
但是师生们还是得益于逸夫先
生，才搬上新楼。”历城二中总务
处副主任李福龙深情地说。

时间倒退29年，时任山师附
中副校长的朱立新说，当时国家
各个层面都缺钱，邵逸夫的捐赠

“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21年前，1000万港币的捐助

资金分摊到了山东17个中小学
项目，山师附中作为重点高中，
获得了一笔珍贵的建设资金。

“1985年到1995年，基础设施非

常差，很多校舍叫做‘黑屋子、土
台子’，就是茅草房，甚至是破
庙，桌子椅子都是用泥巴垒起来
的。”朱立新说。即使是省重点高
中，山师附中师生仍是在三层危
房教学楼中教学。

海大原校长施正铿也印证
说，他担任校长的11个年头中，教
育部给每个学生的投入仅从1700
元增加到了2000多元，“教学经费
的全部投入少得可怜，如果一个
地方要增加教育投入，那就等于
从其他领域的建设中抢钱。”

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的教
育投入达不到GDP的4%，最多
只有2%、3%。施正铿回忆，更让
人无奈的是，相对于投入公益事
业，一些地方政府更热衷于修路
搞招商。

“建学校的钱经常被挪用，
学校想要立项建设一个项目，批
下来太难了。”杨光宇说。那时，
谁能得到邵逸夫的捐款，不仅是
一种荣誉的象征，同时还意味着
拿到建设立项批文，以及财政相
应的配套资金。

邵氏基金要求，每笔捐赠，
地方政府还要进行1：1，乃至1：2
的配套建设投入，“就好比说，邵
逸夫捐一块钱，你地方政府也要
出1块多钱，实际是用一笔钱鞭
策了地方财政更大投入。”施正
铿打比方说。

杨光宇透露，在实际建设
中，邵氏基金与地方财政的投入
比例有时达到1：4或者1：5，“有些
教学楼投入400万元，而真正的建
设经费达到2000万元以上。”20多
年来，仅为邵氏基金配套的地方
资金也达到150亿元以上。

直到2000年，我国沿海七省
才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
扫除文盲，这其中也有邵逸夫的
功劳。对此，杨光宇打了一个比
方：“有邵氏基金这笔钱做‘钩’，
让我们在当时财政比较紧张的
情况下，提前把这个钱放在了教
育上，现在看来是早发挥了公益
的效益。”

慈善家产生的土壤

山东有71个项目，杨光宇对
这些项目了如指掌。“邵氏基金
运作很规范，哪年、多少项目，捐
给哪几个省，非常清晰，而且达
到条件，钱就捐给你。而不是我
和谁的关系好就捐给谁。”杨光
宇表示。

1973年，邵逸夫成立邵氏基
金会，专门负责慈善捐款事宜。上
世纪90年代，在邵逸夫为自己旗
下公司寻找下一个东家之时，他

就委托妻子邵方逸华执掌邵氏基
金。“邵氏基金通过教育部联络到
我们，我们再通过申请，获得邵氏
基金的援助款。”杨光宇说。

说起邵氏基金与教育部的
渊源，杨光宇说，29年来邵氏基
金之所以没有出现坏账，也没有
丑闻，与教育部有很大关联，甚
至可以说，是教育部包办了邵氏
基金的运筹。

由于教育部完全掌握每个
省的基础教育和高校情况，因此
邵氏基金每年项目的确定，到了
杨光宇手中便成为几个具体的
名额：“项目每年侧重不同，有小
学，九年一贯制初中，高中，还有
特教。”

除了教育部统筹和地方教育
部门联络，邵氏基金自身也有非
常严格的管理办法。并不是每个
学校的项目都可以申请：“比如历
城二中，最近几年表现很好，地处
城乡接合部，这都是考虑的因素。
而且要正好有这个单体准备做这
个项目，如果一个学校已经建好
了，那就不能再去申请了。如果还
没有立项，还没有办手续，也不能
申请。”杨光宇说。

甚至在捐款方式上，项目建
设前基金只拨付一半资金，等项
目完成并通过审核，再拨付另一
半资金。2007年，香港邵逸夫基
金还对赠款项目管理办法专门
进行了修订。

虽然邵逸夫辞世，但这并没
有影响邵氏基金的继续运作。

“邵先生很早之前就已经不担任
基金会主席了，现在的主席是邵
先生的夫人，我相信以后还会继
续捐建，具体怎么弄，还需要双
方协商。”10日下午，教育部邵氏
基金会项目的一位负责人向齐
鲁晚报记者说。

王振耀表示，在香港，寻找
专人负责慈善事业，或成立专门
基金会来管理善款十分流行，这
样才能保持一项捐赠可以持续
几年，甚至几十年。“例如诺贝尔
奖基金会，便是按阿尔弗里德·
诺贝尔遗嘱的规定建立起来的，
在建立者去世以后，它才发挥作
用，并取得广泛的国际影响。这
一点值得很多实业家学习。”

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
社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贺志勇
博士则评价说，从事几十年慈
善，实业家需要信仰，同时还要
对自己的财富有信心。

“香港多数做慈善的人，之
所以敢拿出钱来，是因为这是合
法收入，不是非法所得，也不是
偷税漏税所得，这是一个可以产
生慈善家的土壤。”贺志勇说。

这似乎不是一个巧合。
遍布全国的6013个“逸夫”项目，悄然伴随着“普九”、

“校改”、“占GDP4%”等一个个国家教育目标的出现而完
成。当107岁的“六叔”邵逸夫仙逝，许多从教者仍在追忆他
与邵氏基金在国家教育发展最艰难时毫无吝惜的“雪中送
炭”。那个时候，邵逸夫楼不单是一栋楼。

对于逸夫楼的建设，六叔只有一个个人愿望，就是用
铜字冠名“逸夫”。尽管与人的交往中，六叔更愿意谈他的
电影帝国而不是逸夫楼，但是，邵氏基金的管理和运作却
格外严格。逸夫楼所承载的意义，早已超出6013座楼的使
用价值。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朱洪蕾 实习生 张冠楠

对话

邵逸夫（资料片）

对话香港中文大学

副研究员贺志勇———

行善需要
行善的文化

对话人物简介

贺志勇，2001年由北京
大学哲学系至香港浸会大学
宗教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2005年完成博士学位，之后
留校工作。于2008年转至香
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工作，
任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
社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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